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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从城市活力这个新颖的评价角度能够很好地体现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潜力,契合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的时代背景｡ 在分析我国资源型城市活力时空分布格局的基础上,利用对抗型交叉 DEA 模型构建城市活力视角

下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评价体系,对 2008-018 年我国 114 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进行定量评价,并使用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研究了 11年间转型效率的动态变化及其因素分解｡ 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我国

资源型城市整体的城市活力在迅速增长的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分异｡ ②各城市的转型效率排名发生巨大变动,

转型效果差距明显,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城市的转型效率体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③自 2013年《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

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发布后,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对比之前有了明显提高,但大部分资源型城市转型

效率进步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的作用较小,因此需要重视资源投入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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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对资源型城市而言,转型不是目的,而是通过转型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资源型城市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

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工业化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但由于严重依赖自然资源,资源型城市往往经济结构

单一,当资源枯竭､经营乏力时,就很容易导致城市活力衰退和萎缩｡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多､分布广,现实问题突出,为避免资源

逐步枯竭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困局,转型是必由之路｡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一直是城市地理学的重要课题,国内学者从产业

结构､城市定位､城市空间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2-4]｡2013年 12月,国务院发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这是我国首次出台关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如何科学评价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成果成为研究热点[2-4]｡ 

2012年,商允忠等[5]提出了转型效率的概念,并应用 DEA方法评价了山西省 11个城市的转型效率｡此后,有大量研究基于转型

效率的概念对资源型城市进行了定量评价｡“转型效率”是指城市在转型过程中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比值,可以直观反映城市发展

的质量｡已有研究往往采用 DEA方法构建多指标的投入产出体系,计算决策单元(DMU)的相对效率,产出指标值更大的同时,投入指

标值越小,则转型效率越好｡通过这样的方法计算得出研究城市的相对效率值和排名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其转型效率的因素｡

城市活力是近年提出的新概念｡雅各布斯曾指出,城市规划的首要目标是城市活力[6]｡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城市活力的定义尚未形成

统一的认识,但得到广泛认可的是城市活力能反映一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的能力与潜力,是经济活力､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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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方面内涵的综合体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对城市

发展的评价应更加多元化,而城市活力这个新颖的角度能够很好地体现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潜力,应受到广泛重视｡ 

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以产业转型为主导[7],培养多元化产业结构,减少对资源的依赖性,最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也

要增强城市活力｡现有文献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评价主要聚焦于资源投入的利用效率和城市发展水平[1-3],而针对城市活力的研究

较少｡本文尝试从城市活力的视角出发,构建一种能够反映城市活力的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评价体系｡以《全国资源型城

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中确定的 126 个地级行政区为依据,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参考谭俊涛等[4]相关研究的区域

选择,最终选定其中 114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城市活力时空分布格局分析方法 

已有大量研究文献表明[8],夜间灯光能够反映社会经济情况,可将其作为城市活跃程度的表征,其像元的 DN 值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表示城市活跃程度的强弱｡本文将夜间灯光强度作为城市活力的简单表示,以分析我国资源型城市活力的时空分布格局｡①

基于 DN 值的活力区划分｡为在全国尺度上更直观地反映城市活力时空变化趋势,首先对夜间灯光影像进行重分类｡获取 2008—

2018 年我国 114 个资源型城市的夜间灯光影像,删除所有 DN 值为 0 的数值后得到 4757634 条数据;通过与自然间断点法和分位

数法比较,本文选择能够在突出显示中间值变化和极值变化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的几何间隔分级法,将 DN值重分类转换成强弱活力

区(DN=1)､较弱活力区(DN=2)､一般活力区(2<DN≤6)､较强活力区(6<DN≤26)和强活力区(26<DN≤255),进而分析我国资源型城

市的活力增长趋势｡②标准差椭圆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标准差椭圆可以用来揭示地理对象在整体层面上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反映

地理对象的趋势方向
[9]｡本文利用标准差椭圆分析 2008—2018 年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城市活力中心,获得 11 年间中心点的移动路

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活力扩张的方位｡空间自相关是指地理要素在不同地域空间分布位置的某一属性值之间存在的统计相关性,

距离越近相关性越大[10]｡本文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寻 2009年､2012年､2015年､2018年城市活力的空间集聚特征｡ 

1.2城市转型效率评价方法 

本文选用 DEA 方法评价我国 114 个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DEA 模型的评价指标由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构成,本文选取能够

反映城市活力的综合指标作为产出指标参与计算,最终的结果可以体现各城市将资源投入的数量转化为城市活力强度的能力,达

到在城市活力的视角下对转型效率进行评价的目的｡假设 DMUi(i=1,2,…,n)表示参与评价的 n 个资源型城市,每个资源型城市都

有 m 种投入指标和 s 种产出指标｡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
[3,5]｡具体为:①选取 5 项投入指标,分别为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和资

源投入[3]｡采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人)表示劳动力投入,采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农户,万元)表示资本投入,采用

教育和科学技术支出(万元)表示技术投入,采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km2)表示土地投入,采用全社会用电量(万 kW·h)表示资源投

入｡②产出指标用来反映城市活力强度[11]｡在相关文献中,通常认为产出指标是经济活力､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多方面内涵的综合

体现[12,13]｡产出指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当年价格,万元),表示城市的经济活力;夜间灯光综合活力指数,夜间灯光遥感图像结合

统计数据计算城市的总亮元值､单位建成区面积活力值和单位人口活力值,采用熵值法得到,表示城市的社会活力;创新创业指数,

表示城市的文化活力｡ 

对抗性交叉评价模型: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一种用来评价决策单元(DMU)的投入产出效率的数据分析方法｡但传统的 DEA 方

法会出现多个效率值为 1 的决策单元,难以对各城市的转型效率进行排序,且存在对输入和输出指标采用极端和不合理的权重分

配现象[14]｡DEA 交叉评价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 DEA方法的缺陷｡本文引入对抗性交叉评价模型,对 114 个资源型城市进行

转型效率评价｡ 

一般性交叉评价模型的计算方法是:首先根据决策单元 DMUi 的最佳权重 计算其他决策单元 DMUk 的评价效率值,即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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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叉效率评价值 如公式(1)所示｡但往往最佳权重 不是唯一的,使得交叉效率评价值的计算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对抗

性交叉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最大化自我评价效率值,即 同时将交叉评价效率值最小化,即 使

得模型能在对每个城市转型效率排序的同时,尽可能减少计算过程中交叉评价效率值的影响｡ 

 

由交叉评价效率值组成交叉评价矩阵 H: 

 

最终资源型城市 i的转型效率由第 i列平均交叉效率值 hi来表示｡hi越大,说明该城市的转型效率越优｡ 

1.3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 

DEA模型是在每个时间点构造一个生产前沿,DMU在不同时间点参考的生产前沿不一样,即 DEA模型得到转型效率值是基于当

年数据计算的,不同年份之间的效率值不具有可比较性｡当 DMU 为面板数据时,可对生产率的变动情况､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生

产率变化起的作用进行分析,即 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15]｡ 

基本的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是指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方向距离函数应用于 Malmquist 模型得出的指数,通常使用两

个 ML 生产率指数的几何平均值得到以 t 期为基期,到 t+1 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ML 生产率被拆分为两部分[15]:技术进步率

MLTECH
i+1

i 和技术效率变化 MLEFFCH
i+1

i,分别反映生产前沿的变动和向生产前沿的移动程度｡当生产率未发生变化时,ML=1;ML≥1,

或 ML<1,表示生产率增长或生产率衰退[16]｡ 

 

全局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是以所有各期的总和作为参考集[17],考虑了群组异质性的共同前沿面,因此各年份的转型效

率值具有可比性,可以直接进行对比｡求解过程中需要借助线形规划计算,具体公式及说明见相关文献
[16,18]｡本文转型效率评价指

标的基础上增加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作为非期望产出参与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的计算,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借鉴已有

研究成果[3],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 SO2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3项类指标,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到[3]｡ 

1.4数据来源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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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灯光遥感影像数据来自华东师范大学陈佐旗等生产的 2000—2018 全球“类 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集,空间分辨率

500m,通过 Harvard Dataverse平台(https://doi.org/10.7910/DVN/YGIVCD)获取[19],经裁剪得到中国范围 2008—2018年夜间灯

光影响数据;统计数据来源于 2009—2019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由相邻年份进行补充,并根据已有年份数据进

行平滑处理;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网站｡ 

2 城市活力时空分布格局 

2.1总体分布格局 

根据夜间灯光影像数据的城市活力分区结果,将较强活力区和强活力区统称为高活力区,依次计算 2008—2018年我国 114个

资源型城市的活力区和高活力区在其全部行政区面积中的占比,如图 1所示｡结果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城镇化的

快速推进,资源型城市的活力区面积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对 2009—2018年全国城市 DN值和资源型城市 DN值增长速度

进行对比统计(图 2),结果显示资源型城市的城市活力增长速度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同,并没有落后于全国的发展｡ 

 

图 1城市活力区占比逐年增长趋势 

将 2018年资源型城市总 DN值和高活力区面积排序,前 10名城市见图 3a和图 3b｡排名靠前的以北方重工业资源型城市为主,

规模大､开发历史悠久,相对于小体量城市“船小好掉头”的优势,这些城市面临着更大的转型压力和难度｡但较大的城市规模和

相对雄厚的经济基础,意味着较强大的城市活力和持续发展的潜力｡因此,在评价资源型城市转型效果时不考虑城市活力是片面

的｡将 2009—2018年资源型城市总 DN值和高活力区面积增长率排序,前 10 名城市见图 3c 和图 3d｡结果发现,排名靠前多为南方

资源型城市,其灯光活力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北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南北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差距在逐步拉大｡为讨论这一现

象,本文将采用标准差椭圆法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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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城市活力增长速度逐年变化 

 

图 3基于夜间灯光的城市活力排名 

2.2空间集聚特征 

以 2008 年､2010年､2012 年､2014年､2016 年和 2018 年 114个资源型城市夜间灯光 DN 值为权重,获得灯光活力的标准差椭

圆及其中心,并生成全国资源型城市灯光活力中心点位图(图 4)｡ 

 

图 4我国资源型城市活力中心点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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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0 年间,活力中心点位置从河北省衡水市境内先向西移至石家庄市后从 2012 年始持续南移,到 2018 年移至河南省

鹤壁市境内｡结合时间序列可以发现,活力点总体上向南移动,移动距离约 306km,且表现出继续南移的趋势,进一步印证了南北方

资源型城市发展差距拉大的现象｡ 

标准差椭圆可以在一定层面上揭示城市活力的时空分布特征,但是不能充分表现出各单元之间的集聚规律[10]｡由于自然资源

本身的分布特征,资源型城市也多为连片集聚分布｡为揭示资源型城市活力的空间关联性,本文通过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显

示,2009 年､2012 年､2015 年､2018 年 Moran′sI 分别为 0.298､0.362､0.269､0.323,且都通过了 0.1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城市活力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进一步进行局部自相关分析,得到资源型城市活力 LISA图(图 5)｡ 

 

注: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 GS(2019)1822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 6同｡ 

图 5 2009—2018年我国资源型城市活力 LISA 

图 5 显示,2009 年,“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南､贵州等南方省份,“高—高”集聚区只有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和

吉林松原市;2012 年,南方“低—低”集聚区明显减少,“高—高”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乌金三角”地区的煤炭类资源型城

市;2015 年,东北和西北地区开始形成“低—低”集聚区,之前在南方形成的“低—低”集聚区除江西宜春市外已全部消失,陕晋

蒙 3省区交界处的“高—高”集聚区也开始萎缩,转而在以江苏徐州市为中心的苏鲁皖 3省交界区开始形成新的“高—高”集聚

区;2018 年,在包括苏北地区､山东､安徽部分地区在内的淮海经济区形成了高活力城市群,东北､西北两个“低—低”集聚区继续

扩展,黄河流域陕晋蒙 3省区交界处的“高—高”集聚区进一步萎缩,有逐渐消失的趋势,黄河流域的煤炭类资源城市活力持续衰

退,经济低迷,转型发展遇到困难,南北方差距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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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型效率及差异性评价 

3.1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整体特征 

本文采用对抗性 DEA 交叉评价模型对 114 个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进行评价,因篇幅所限,仅列出了 2008 年､2010 年､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8 年和近 5 年平均(2014—2018 年)转型效率排名最高､最低和居中的 9 个城市的评价结果及当年全部资

源型城市转型效率的平均值｡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平均转型效率维持在 0.5 左右,整体上处于一般水平｡但 11 年间各城市的转型效

率排名的变动是明显,如近 5 年转型效率排名第一的陕西榆林市在 2018 年转型效率仅 0.2347,位列第 113 名｡进一步分析发现,

榆林市 2020年 GDP总量已达到 4089.66亿元,与山西太原市的 4153.25亿元持平,依赖石油开采获取的雄厚资金为城市转型提供

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利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资源型城市划分为:转型效率差､较差､一般､较好和好 5 类区域,选择 2008 年和 2018 年的结果对

比,结果如图 6 所示｡从转型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2008 年时高值区域和低值区域集聚特征不显著,整体呈现随机分布状态,

高值区集中分布于山西省煤炭类资源型城市｡2008 年我国正处于煤炭行业“黄金十年”时期,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对煤炭资源

不断增加的需求拉动煤价快速上涨,黄河流域特别是晋､陕､蒙煤炭资源型城市迎来高速发展,城市活力较高｡但此时城市对资源

的依赖很强,随着“黄金十年”的结束,产业结构单一导致经济发展失衡民生问题凸现,城市转型困难,反映在 2018年山西省各地

级市的转型效率均为较差和一般｡对比 2008年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值分级图,到 2018年时已经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高

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和陕西省,而东北､华北及西北､西南偏远地区的低值区域连片分布｡ 

2008 年,吕梁､鄂尔多斯､铜川､晋中和长治等 20 个城市属于转型效率好的城市,历经 11 年变迁后,到 2018 年依然保持转型

效率好的城市仅剩东营､大庆､延安和宣城 4个城市｡2008年转型效率差的城市有庆阳､武威､贺州等 11个城市,到 2018年仅有七

台河､平凉､贺州 3 个城市仍属转型效率差的类型｡由于 DEA 模型的计算结果在不同年份之间不具备可比性,本文仅计算各城市

2018年转型效率相对 2008 年的排名变动情况,取前 10 和后 10 名展示｡可以看到 10年间名次提升和下降最大的 10 个城市,变动

幅度都达到了 50 名以上,且名次提升较大的城市多为成长型和成熟型城市,资源类型为油气类的城市普遍提升明显｡而名次下降

较大的城市以衰退型和成熟型为主,其中资源类型为煤炭类的城市占比很大｡由此可见,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之间转型效率具

有明显的差异性,值得深入分析研究｡ 

 

图 6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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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不同类型城市转型效率差异性 

根据《全国资源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对全国资源型城市的数量､范围和类别进行识别与划分｡按照资源型

城市的发育阶段,通常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 4 类｡参考谭俊涛等[4]､刘云刚[20]､余建辉等[21]的研究成果,根据城市的

主要资源类型,将资源型城市划分为黑色金属类､有色金属类､非金属类､油气类､森工类和煤炭类 6 类｡对不同发育阶段的资源型

城市转型效率进行比较(图 7a),从多年均值来看,转型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成熟型､再生型､成长型､衰退型｡由于本文的转型效率

是基于城市活力视角的,因此转型效率值体现的是城市将有限的资源投入转化为城市活力的能力｡成熟型城市资源开发处于稳定

阶段,在 114 个资源型城市中占比最大,共 63 个,占 50%以上｡虽然转型效率多年均值较高,但是组内标准差较大,发展极不平衡,

且成熟型转型效率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基础上加快培养接续产业｡再生型和成长型的转

型效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成长型城市的增长势头非常明显｡衰退型城市的转型效率最差,这类城市资源已经趋于枯竭,是资源型

城市转型的重点和难点地区｡从城市活力角度出发,最紧迫的是优先解决民生问题,帮助失业矿工实现再就业和青年学子回乡就

业,留住人力资源是增强城市活力进而实现转型发展的基础｡ 

 

图 7 2008—2018年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对比 

对不同资源类型城市转型效率进行比较(图 7b),从多年均值来看,转型效率由高到低依次是非金属类､油气类､黑色金属类､

有色金属类､煤炭类､森工类｡其中,油气类城市转型效率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类型城市,煤炭类城市转型效率较低且呈现下降

趋势｡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能源结构调整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基础能源供给以煤为主,作为高污染高碳的能源

品种,煤炭在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能源结构调整的方向正是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

源使用｡煤炭消费需求持续下滑,导致煤炭价格不断下降[22],煤炭行业深陷高成本､低价格､低利润的困境｡而煤炭类城市的经济结

构往往围绕煤炭行业布局,随着发展放缓､资源枯竭和生态退化,这类城市面临很大的转型压力｡反观油气类城市资金相对充裕,

且资源开采对环境污染相对较小,环境治理成本相对较低,如克拉玛依人均 GDP常年排名全国第一,为转型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森工类资源型城市的主要问题是城市活力不足,如黑河､呼伦贝尔等城市多位于偏远地区,远离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困难较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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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后,森林资源开采受到严格限制,在此情况下若没有相应政策的有力支持,该类型城市将难以培养出新

的经济增长点,城市活力必然出现衰退｡ 

4 转型效率动态变化及因素分解 

GML 指数可以反映转型效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因此每两年会有一个值,代表本年度相对于上一年转型效率的变化｡全国地级

资源型城市平均转型效率 GML 指数变化趋势图如图 8a 所示;GML 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EC)和技术进步变化(BPC),结果如图

8b所示｡2009—2018年,GML指数的平均值为 1.012,表明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整体上平均每年大约提升 1%,但 2013年《规

定》发布后,2014—2018 年转型效率比之前有了明显提高,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3.5%,政策作用明显｡其中,2016 年转型效率 GML 指

数最大,为 1.098,2016 年的转型效率相比 2015 年增长幅度为 9.8%｡考虑到本文的 GML 指数包含了环境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而

2015年我国正式施行《环境保护法》,以及随后大量环保政策的发布实施,可能是影响转型效率大幅提高的重要原因｡ 

将 GML指数分解后(图 8b)可见,当 BPC增大时,EC会相应减小[16],两个指数表现相反的变化规律,这是由于在 Malmquist指数

分析中,BPC 指的是生产前沿的变化,EC 反映的是向生产前沿的追赶效应,因此当生产前沿前移时,DMU 向生产前沿的追赶效应则

相对变小｡可以看到,在大多数年份 BPC 值都大于 EC 值,且 BPC 值与 GML 值更加接近,相关性更强｡而生产前沿的进步能够反映创

新效应或者技术进步的效应,BPC 值更大说明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为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效率的变化,

因此体现的是用更少的资源投入创造更多的城市活力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这背后是资源型城市 10 年间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各行业

的科技创新,充分展现了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 

 

图 8 2009—2018年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 GML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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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个资源型城市 2014—2018 年 GML 指数的平均值结果可见,除 19 个转型效率下降的城市外,其他城市 GML 指数的 5 年均

值都大于 1,表明我国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都在逐步提高｡从 19 个转型效率下降城市的 GML 指数分解的 EC 和 BPC 结果

来看,只有临汾市的 BPC和 EC小于 1,铜陵､宣城､普洱等 7个城市的技术进步小于 1而技术效率大于 1,表明这些城市出现转型效

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不足,因此在这些城市的转型过程中更应重视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升级｡而宜春､达州､呼伦贝尔等

11 个城市技术效率小于 1,且个别城市的 EC 和 BPC 的差距很大,也就是这些城市向生产前沿的追赶效应严重不足,与生产前沿面

之间的距离在不断扩大,反映出这些城市在技术效率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些城市转型的主要任务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

提高统筹管理水平,才能更加充分发挥出技术进步的作用｡ 

5 结论 

主要结论如下:①研究期间,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型城市的城市活力整体上得到了迅速增长,但也表现出明

显的地区分异｡首先是南北方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全国资源型城市的活力中心点持续向南移动,东北､西北地区城市活力不足且增

长缓慢;全国资源型城市基本形成了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经济区和以鄂尔多斯为中心的“乌金三角”地区两大高活力资源型城

市群｡②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整体上处于一般水平,但研究期间各城市的转型效率排名发生了巨大变动,转型效果差距明

显｡一方面,山西､东北等老牌能源基地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大幅下滑,转型面临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另一方面,东部沿海省份和

陕西省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逐年稳步提高,区域分异愈发显著｡③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之间的转型效率体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不同发育阶段的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难点是衰退型城市,资源枯竭又缺乏接续产业,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同时部分成熟型城市

的转型出现了掉队趋势,需要引起重视;不同资源类型城市中,森工类和煤炭类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偏低,面临更大的转型困难

｡④自 2013年《规定》发布后,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对比之前有了明显提高,政策效果显而易见｡技术进步是大部分资源型

城市转型效率提高的主要驱动力,技术效率变化所起的作用较小,资源型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应重视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强对资源

投入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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